
传统宗藩理念与近代外交实践的调适

———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件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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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２９年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爆发争端，基于传统朝贡体系与现实主权问题的双重考量，国民政府有意
推动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恢复。自 １９３２年至 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先后三次赴尼泊尔授勋。在中尼交往过程中，
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的竞争因素始终存在，尼泊尔政府巧妙利用中英两国对其的竞争性需求，较为成功地维护了

国家的主体性。纵观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交往历程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内部围绕中尼关系的讨论，在话语上经

历了一个从 “屏藩”到 “邦交”再到 “扶助弱小民族”的调适过程，但不管怎样，相关话语的背后依稀可见

传统中国 “天下主义”的印记，这对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外交转型具有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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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古代东亚地区秩序的研究，影响最为深远者当数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 “中国世界秩序”理论。①

借着这一解释框架，以中国为中心的 “朝贡体系”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应用，并成为前

近代东亚区域体系研究的基础②。根据费正清等人的研究，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降，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的
东渐，给中国在周边地区精心构筑的朝贡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即便清政府为维护朝贡体系作

了不懈努力，但它最终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成为历史。③ 不过，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作为制度的朝贡体系之

消失，是否意味着作为思想、理念的朝贡体系完全退场？关于该问题，只有将研究的时段往后延伸，才能得

出可靠的结论。本文即以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④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昔日藩属国尼泊

尔的主观认知与外交实践变迁。关于民国时期中尼关系及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件，先行研究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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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等：《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详细评述参见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朝贡体系的命运，即如费正清所言：“随着条约逐渐占据优势，朝贡体系慢慢消失了”。参见费正清等：《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

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第 ２７８页。有关朝贡体系的崩溃问题，另可参酌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
究》，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７２、３１３页。
自 １９３０年至 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先后四次向尼泊尔派遣使团，并三次为尼泊尔总理授予勋章。四次使团系指 １９３０年巴文峻 （首次接

触）、１９３２年张铭 （首次授勋）、１９３４年梁长培 （二次授勋）、１９４６年沈宗濂 （三次授勋）；三次授勋即为后三次使团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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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无专题性成果。① 鉴于此，本文将这一问题纳入考察视野，试图再现国民政府与旧有藩属国尼泊尔之间的

双边互动，揭明传统宗藩理念如何与近代主权外交观念产生张力并相适应的过程。

一、历史遗产与现实困境：尼藏纠纷促发中尼复交筹谋

尼泊尔北接中国西藏，南与印度毗邻，历史上即为沟通中印交通之要道。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交往，最

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法显赴尼朝礼佛教圣地洛明达。有唐一代，尼泊尔与吐蕃之间的交往极盛。１７６９年，尼
泊尔国王普利特维征服加德满都谷地，尼泊尔的近代国家形态初步形成。近代尼泊尔王国自诞生起，就不得

不在中国和英 （印）两个强邻的夹缝中生存。普利特维在其政治遗嘱 《智慧箴言》中将尼泊尔形容为 “两块

石头中间的芋头”②，生动描绘了尼泊尔夹在两大强邻间的艰难地缘政治处境。

随后一段时期，在 “建国—扩张”模式的推动下③，尼泊尔持续向北进军侵扰我国西藏，引发两次中尼

战争，最终尼泊尔自请五年一贡，差大头目赍上赴京瞻觐。④ 清王朝自此确立了喜马拉雅地区的朝贡体系，尼

泊尔开始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１７８９年至 １９０９年，尼泊尔先后 １９次遣使经西藏前往北京。作为
一种双向互动的朝贡体系，它既规定了尼泊尔作为藩属国须向清廷进表纳贡的责任，也明确了清廷 “凡外邦

效顺，俱颁册锡爵”的册封义务。⑤ 例如，乾隆帝以遣使投诚为由，应允赴藏大臣巴忠之请，封廓尔喀国王

为王爵，封拉特纳巴都尔为王爵，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公爵⑥；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清廷仍赏噶免札热热拉乌
第巴兴果敢王衔总噶箕名号，以示优异。⑦

步入 １９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势力不断扩大，并以英属印度为桥头堡，加速向北推进对尼泊尔的侵略。面
对英国的不断侵扰，尼泊尔曾数次向清廷呈报，请求后者秉承 “上国”立场，帮助驱逐英人，承担保护藩属

国的义务。然而，对于英、尼冲突，清廷以 “天朝上国”自居，视之为夷狄间的 “争界”，始终未予过问。

当尼泊尔哀称或将 “投诚英国”之际，清政府亦仅仅回应曰：“尔国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竟投诚披楞，天

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⑧ １８１６年，英军攻陷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双方签订 《塞哥里条

约》，尼泊尔除割让给英属印度大片南部和西部平原区的土地外，还被迫给予英国在尼泊尔种种特权。⑨ 面对

尼泊尔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清政府唯要求尼泊尔按期纳贡，以便继续维持名义上的 “宗藩关系”。

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英尼战争并未威胁到清政府的政治利益，至于尼泊尔是否 “两属”并不重要，只要尼

泊尔仍然愿意按例朝贡，则意味着清王朝在喜马拉雅山一带的 “屏藩”仍然存在。从尼泊尔的立场来看，虽

然清廷在英尼冲突中未能尽到 “字小”的职责，但面对英国后续的强势侵略，若能维持与清廷的宗藩关系，

或能在必要时牵制英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故而其有维持中尼朝贡关系的动力。此外，彼时英国政府非常重

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故而需要维持与清朝的友好关系，是以并未阻断尼泊尔对清朝的朝贡

关系。最终，在维系中尼关系的方针中，清、尼双方不谋而合。直至辛亥革命之前，尼泊尔一方面主动与英

国政府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仍愿以属国身份同清廷交往，维持着五年一贡的传统。至此，尼泊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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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国时期中尼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以主以藏尼关系问题作为切入点。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星全成：《民国时期西藏与周边构怨

成因及特点》，《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高栋：《英国参与藏廓冲突之再探讨》，《西藏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董莉英：《中
国西藏与尼泊尔关系探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国外更侧重于尼泊尔的对外关系研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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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约翰·菲尔普顿：《尼泊尔史》，杨恪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６年，第 ３９页。
保泰纂：《钦定廓尔喀纪略》卷 ４９，清乾隆六十年内府刻本，第 ２９１１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９１ 《礼志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标点本，第 １８２７页。
保泰纂：《钦定廓尔喀纪略》卷首一御制诗，清乾隆六十年内府刻本，第 １０页。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５１，光绪三年五月辛未，见 《清实录》第 ５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 ７１８页。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３１５，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癸卯，见 《清实录》第 ３２册，第 １８７页。
王宏纬：《列国志：尼泊尔》第 ２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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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与中、英两国确立了 “两属”关系。

迄至清末，由于中国国家力量的衰弱，尼泊尔倾向于 “附势”英国。在此背景下，１９０６年尼泊尔总理钱
德拉致信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专门阐释了中尼宗藩关系的本质。在他看来，始于 １７９２年的中尼朝贡关系仅具
有商业性质，乃因尼泊尔使团借着朝贡进行贸易，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尼泊尔使团带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价值

不大，当然不是贡品；至于尼泊尔呈递的表文，不过是 “用真正的东方风格写就的惯例性信件，是充满热情

但毫无意义的礼貌，遵循着一种刻板的规则”。① １９１０年钱德拉再次重申，派往中国的尼泊尔使团应被视作两
国间的友好交流，带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也不是贡品，只是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敬意以及培养友好关系的渠道而

已。② 从这两封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尼泊尔总理希冀以朝贡的 “商业性”消解其 “政治性”，强调中尼朝贡框

架体系下尼泊尔的自主性。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清朝覆亡，西藏地方当局趁势宣布 “独立”并开展 “驱汉”运动，民国中央

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日渐疏离。彼时，毗连中国西藏的尼泊尔为维护自身在西藏的贸易和经济利益，以

“中介人”的身份积极协调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间的矛盾，最终促成双方的让步。毋庸讳言，在这一事件当

中，尼泊尔初则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参与斡旋，但在此过程中无疑扮演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间接

表明尼泊尔是中央政府统合西藏的一个助力。③ 随后一段时期，北京政府权力更替频繁，对西藏地方的统合趋

于式微。至于中尼两国关系，据时人记载，民国初年尼泊尔仍致电中国政府，请求照例入觐，并事先呈报起

程日期，“嗣因西藏变乱日亟，交通阻断，不能通过，乃至停搁”。④ 不过，中尼两国间的朝贡关系虽告终结，

但双方的关系互动仍时断时续。比如，１９２８年尼泊尔曾派学生八人前往中国留学、考察政治，以资仿效。⑤

时至 １９２９年，尼藏双方⑥发生边界冲突，西藏地方面临严重危机。⑦ 时人分析，尼藏纠纷之缘由，乃因

“英人见中国已有强健中央，内政日见治理，人民程度增高，真正统一之期，已在不远。深恐四川真正平定，

藏事即将解决，故乃急急出此”。⑧ 针对这一事件，蒙藏委员会敏锐地认识到，若由中央政府出面解决尼藏纠

纷，不仅可杜绝尼泊尔觊觎西藏、维护主权，还能借此向西藏地方政府传达善意，成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

地方关系的重要契机⑨。基于此种考量，蒙藏委员会经过数次密议，于 １９３０年 ２月向蒋介石呈报解决尼藏纠
纷的四条办法：一是请国民政府电达尼泊尔国王，要求其停止军事行动，所有关于尼藏交涉，由我设法调解；

二是派遣赴藏宣慰专员棍却仲尼的翻译官巫怀清 （原系尼泊尔国王资送，赴中国内地学习汉文）前往尼泊尔

慰问并疏解藏尼争端，并函令其常川居驻藏地，联络感情、宣传德意；三是请国民政府令饬外交部转饬新派

驻印度领事速赴印地，以便传达消息而利藏事进行；四是请国府令饬财政部速拨一万元，以充赴藏旅费交际

费及其他各项杂费。⑩ 应该说，蒙藏委员会制定的四项办法较为符合此间实际情形———在中央政府实力不彰

且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洽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自外而内，派员前往尼泊尔斡旋，化解西藏当局面临的威胁，以

达到联络西藏地方政府感情之目标，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瑏瑡

彼时，蒋介石将蒙藏委员会所呈办法转发外交部，要求后者依据前述四项办法中的第一条，先行拟定

“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或电”。外交部在回复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密函中，追述中尼关系史之际即称尼泊尔

１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瑏瑡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ｈｕｍＳｈｅｒｅ ｔｏ Ｊｏｈ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Ｓｍｉｔｈ牞 Ａｐｒｉｌ １９牞 １９０６牞 ＦＯ ７６６ ／ ６牞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牞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ｗ牞 ｐｐ ６－８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ｈｕｍＳｈｅｒｅ ｔｏ Ｊｏｈ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Ｓｍｉｔｈ牞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牞 １９１０牞 ＦＯ ７６６ ／ ６牞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牞
ＬｏｎｄｏｎＫｅｗ牞 ｐｐ １０－１１
Ｔｉｒｔｈａ Ｐｒａｓａｄ ｍｉｓｈｒａ牞 Ｔｈｅ Ｔ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Ｔｉｂ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牞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牞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牶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１９９１牞 ｐｐ １４４－１４９

⑧⑨⑩　 《西藏问题 （尼藏纠纷中央派员抚辑）》（１９３０年 ２月—１９３０年 １２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０１０１８，台北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６９、６９、４、４ ５页。
章熙林：《尼泊尔新志》，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 ８８页。
本处 “尼藏双方”来源于国民政府内部往来文件中的原文，系指这一时期的尼泊尔国与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后文出现的 “尼藏纠

纷”，亦即尼泊尔国与中国西藏地方当局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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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１９３０年代初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较之民国初期有较大程度的回暖。参见刘丽楣：《国民政府化解尼藏战争危
机的历史意义》，《中国藏学》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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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本隶我藩属，惟自近数十年来其军事、外交均为外人操纵”。① 基于此种认识，１９３０年 ３月 １０日外交部拟
就电稿一份，标题为 《国民政府致尼帕 （泊）尔国王书 （或电）》。其主旨内容如下：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致书 （或电）于尼帕 （泊）尔国主：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遵奉先总理所定三民

主义，努力缔造，业已完成统一，定都南京，一跃而为东亚新兴之邦。尼帕 （泊）尔位居中亚，为我屏藩有数

百年之历史，关系甚深。兹闻因藏尼居民稍有纠纷，将动干戈，殊深悬系，用特驰书 （或电）劝告，望即停止

军事行动，所有藏尼边界交涉当由国民政府负责解决，借维安宁，除派员即日赴藏接洽办理外，先此布达。②

１９３０年 ４月 １日，由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二百二十次会议交政治报告组和外交组审查、议决，删去
外交部所拟电稿中的 “一跃而成新兴之邦”以及 “将动干戈”等语，但带有传统宗主关系的 “屏藩”仍被保

留。③ 显然，国民政府外交部不愿过分强调尼藏纠纷的紧张形势，惟希冀借着中尼旧有宗藩关系，要求对方停

止军事行动，从而化解尼藏双方纠纷。考虑到尼泊尔 “地处西陲，交通阻塞，电信不能直达”，经外交部提

议，国民政府文官处最终决定将带有主席署名的 “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交由即将赴任的驻印度总领事

卢春芳代为转递。④

５月 ８日，卢春芳抵达加尔各答，受到全体侨民的热情欢迎。⑤ 就在设法探投国书之际，卢氏从加尔各答
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尼藏边界纠纷已经解决的消息。为确认此消息的真实性，卢春芳决定以友谊游历为由赴尼

调查，并设法与尼泊尔国主秘书取得联系。７月 １０日，卢春芳再度从加尔各答当地报纸上获得消息，称尼藏
边界纠纷已在英国人的斡旋下获得圆满解决，双方重新和好。至此，卢春芳终于确认尼藏双方确已和好。７
月 １４日，卢春芳向外交部报告此事，并请示 “致尼泊尔国主函”是否仍有投寄的必要；后又报告尼泊尔政府

秘书已经复函同意接受中方官员前往尼国游历考察，应否前往。在卢氏看来，印度的一些城市如孟买、西姆

拉、大吉岭等，中国侨民众多，若能成行，实为 “借此一览，以扬国威”的机会。⑥ 外交部获悉相关情况后，

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报告，请求应对办法。⑦ ８月 ２９日，国民政府回复外交部，可不再投递并将该书件呈缴注
销，但仍然批准了卢春芳一行入尼游历考察的申请，并同意给予经费补助。⑧

不过，就在收到外交部指令之前，卢春芳得知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已抵达加尔各答，因此，卢决定将

“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交由巴文峻 “转饬”。⑨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４ 日，巴文峻一行携带 “致尼帕 （泊）尔国

书”与礼物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９月 ６日，会晤尼国总理并递交国书。⑩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巴文峻赴尼，
乃是基于前述四则解决尼藏纠纷办法之二。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二百二十次会议决定，由蒙藏委员会参

事巴文峻担任赴尼特派员前往慰问并呈递函件，外交部驻印正副领事协同办理。瑏瑡 蒙藏委员会为此拟定 “致

尼泊尔总理函”，由巴文峻面递尼泊尔国主。时至 １９３０年 ５月 ２８日，外交部将酌加修正的函稿交予国民政府
文官处办理。瑏瑢 兹将修正后的 《致尼泊尔国主函》誊录如下：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致书于尼泊尔国主：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遵奉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

努力国民革命，现已完成国内统一。中尼邦交笃厚，相沿已久，关系密切，迥异泛常，前闻尼藏突起纠纷，双

方均有军事准备，本主席为该处人民之安宁计，至深系念，曾经驰书相劝，停止军事行动，谅邀鉴察。兹特派

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赉函前往慰问，即希接治为盼。瑏瑣

据上可知，此间国民政府为联络尼泊尔、解决尼藏纠纷，先后拟定了两份致尼泊尔国主的函件，分别交

由外交部驻印度总领事卢春芳、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转递。两封致尼泊尔国主书 （函）的主要宗旨大同小

异，但仔细对照，仍可发现两处措词上的差异，并能从中细察国民政府对尼外交的调适：一是有关中尼关系，

由卢春芳传达的 “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称尼泊尔 “为我屏藩有数百年之历史，关系甚深”，巴文峻负责

赉送的 “致尼泊尔国主函”则言 “中尼邦交笃厚，相沿已久，关系密切，迥异泛常”；二是对处理尼藏纠纷

２９１

①

③

⑥

②④⑤⑦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　 《西藏问题 （尼藏纠纷中央派员抚辑）》（１９３０年 ２月—１９３０年 １２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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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４６、５２页。
参见 《西藏问题 （尼藏纠纷中央派员抚辑）》（１９３０年 ２月—１９３０年 １２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０１０１８，台北 “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９４ ９５、１２５页。



传统宗藩理念与近代外交实践的调适

的态度，“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以傲慢的姿态表示 “望即停止军事行动，所有藏尼边界交涉当由国民政府负

责解决，借维安宁，除派员即日赴藏接洽办理外，先此布达”，“致尼泊尔国主函”唯表示双方 “停止军事行

动”，“即希接洽为盼”。分析此种差异的原因，或是由于两封国书的性质不同。在最初得知尼藏纠纷时，国民政

府即希望通过 “致尼帕 （泊）尔国主书或电”迅速表明国民政府立场，因此，卢氏所携 “致尼帕 （泊）尔国主

书”带有便函性质，其中的私密性与非正式性，使得国民政府不自觉地流露出浓厚的传统 “宗主国”之意味，

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表示 “负责解决”藏尼边界纠纷；巴文峻赴尼则是一次公开的外交行为，具有传统朝贡关

系意味的 “屏藩”一词显然不合时宜，故国民政府转而强调 “中尼邦交笃厚”，并以平等的立场请求对方 “接

洽”中方官员。从最初那种基于 “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到逐步修正并以现代主权国家姿态与昔日 “藩属国”

进行邦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与外交实践方面的张力及其调适过程。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关系，实际上受到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清末统治者为

缓解英属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蚕食渗透，就曾利用传统的 “宗藩关系”，视尼泊尔为中国 “屏藩”。迨至 １９２９
年，以化解尼藏纠纷为契机，一度丢失的 “朝贡记忆”再度被唤醒，国民政府内部从蒙藏委员会到外交部，

均在潜意识中将尼泊尔视为 “藩属国”，表现出强烈的大国优越感，但在外交实践层面则有意识地规避此类

意识形态，将之视为一个对等交往国。至此，国民政府与尼泊尔得以接续外交关系，这也为下一步的授勋事

件埋下了伏笔。

二、“一朝重见汉官仪”：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巴文峻访问尼泊尔期间受到了崇高礼遇，回程时又获尼泊尔致蒋介石国书一封和贵重礼品若干。１９３０年
９月 １１日，巴文峻自印度加尔各答发送电文，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此次赴尼情形，并特意强调：“尼邦虽为
亲英国，但此次对中国派来代表招待礼节十分隆重，且与中国表示甚好。”① 作为与尼泊尔交往的亲历者，巴

文峻认为，“尼邦对西藏视为藩属，对英国待若良友，对中国尚有视为上邦意味”。② 在他看来，尼泊尔既为

西藏 “屏藩”，西藏又为我国极西边陲，为谋巩固边境、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且与 “平等民族”共同奋斗计，

“则尼泊尔与我国之联络，自属必要”。③ 从巴文峻的这番话语中，可以观察到一番颇为吊诡的情形：一方面，

他称尼泊尔为中国 “屏藩”，认为尼泊尔视中国为 “上邦”；另一方面，他在描述中尼关系时，又使用了 “平

等民族共同奋斗”之类的话语。同样的情形亦可见诸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格桑泽仁。他在评述巴文峻访尼

一事时即指出，此次尼泊尔上递国书、馈送贵品，“更足证明怀旧主，不减畴昔。倘若中国政治能上轨道，

真正依照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我敢断定尼国一定要内附的”。④ 诸如 “旧主”“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

族”与 “内附”等不同时代话语的交错使用，实则表明，即便如巴文峻、格桑泽仁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在

最初与曾经的 “藩属国”进行交往或想象中尼关系之际，传统的宗藩理念和现代的主权观念仍然纠缠在一

起，须臾不可分离。

回国后，巴文峻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呈交的报告中，谈到了尼方希望国民政府授予该国总理勋章

的消息。⑤ 进一步分析尼泊尔主动请求授勋之动机，或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基于维护自身政治合法性、巩

固国内统治的现实需要。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尼泊尔总理钱德拉去世，宾森塞尔迅速继位，但尼泊尔内部对此存在
一些反对意见。根据英国人的观察，尽管宾森塞尔及时稳定住了局势，但仍有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的必要。⑥

其次是彼时尼泊尔与英属印度存在一些隔阂。１９２９年尼藏冲突当中，双方的武器供应均来自英属印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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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尼泊尔而言，根据 １９２３年与英国新签订的友好条约，尼泊尔政府有权通过英属印度进口尼泊尔所需的任
何武器弹药。① 这项曾被尼泊尔视为重大突破的条约却并未在尼藏冲突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彼时英国人不希望

过多介入尼藏两方的战争，也不愿意流露出对任意一方的偏袒。时任英国驻尼公使馆曾建议英属印度政府，

在面对尼泊尔与西藏方面的武器需求时，“即使他们可能会延迟付款，印度政府最好尽快完成向尼泊尔和西藏

已经承诺的军火供应；此后则尽可能避免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进一步承诺”。② 对于英国的这一绥靖政策，尼泊

尔大为不满。时任尼泊尔总理宾森塞尔在发给英国驻尼泊尔代表的信件中抱怨称：“无论何时，尼泊尔都竭尽

所能给予英方支持，但当双方位置对调时，尼泊尔并未得到相同的待遇。”③ 通过这一事件，尼泊尔政府认识

到尼英关系的复杂性。恰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尼泊尔建立联系。尼泊尔敏锐地觉察到了中英两国

对尼泊尔的竞争性需求。站在尼泊尔的立场，中国仍是一个强大的邻邦，若能与之建立必要的联系，一方面

可减少对英国政府的依赖，从而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可彰显尼泊尔的独特地缘政治价值，进而从

英方获取额外利益。

彼时，巴文峻以前清故事和近期英法对尼授勋为例，力主国民政府对尼国总理授勋，认为此为联络中尼

友情的良好办法。④ 对该问题，国民政府最初颇为踌躇———虽然前清政府以 “宗主国”的姿态多次向尼泊尔

授予衔职，但毕竟当下中华民国已是民族国家中的一员，且此前从无相关的经历。缘于此，１９３１年 ２月 ３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要求蒙藏委员会与外交部就该事进行会商，尽快确定方案。⑤ 两部门在最初讨论过程

中，提出了对尼授勋的基本原则，即应按照国际公法行事。⑥ 不过，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前清时期中尼宗

藩关系的历史还是展现出其深刻的影响力。此间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皆认为，尼泊尔总理请求授勋，是不忘

昔日 “藩属倾向之诚”，因此，为宣扬中央德意、以示优遇，亟应授予尼泊尔总理陆军上将衔或兼给勋章，

以敦邦交。⑦ 据 １９３１年 ４月 ４日行政院回复外交部函件可知，国民政府议决准授尼泊尔总理陆军上将衔，并
给予一等宝鼎章。⑧ 从前揭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讨论中可以窥见，围绕是否为尼泊尔授勋的问题，现代主权

国家的 “国际公法”观念与传统 “宗藩关系”理念均有发挥作用。尽管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强调要以 “国际

公法”为准绳，借以确定授勋是否符合公例；但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尼泊尔传统的 “藩属倾向之诚”被作

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考量，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至此，国民政府已然决定派员赴尼

泊尔授勋，从而为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尼邦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厘清赉送勋章之程序，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专门分别查照中外礼节。经了解，前清时期加封藩属爵职，

“均系特派大员前往”，以昭隆重；外国方面，相关大员亦会出席 “授任邻邦军职勋章”。出于节约经费的考

虑，国民政府主张偏向近代外交礼仪，初步决定由驻印总领事就近前往，并制定了预算清单：一是赴尼专员

由印赴尼往返旅费及赏金、电报等费，最低限度为 ２５００元，二是赠给尼泊尔总理的上将礼服费，预计花费
５００元，共计 ３０００元。⑨

然则未过多久，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共同向国民政府提出，历史上中尼 “宗

主关系至为深密”，前次尼藏失和，几酿军事，巴文峻赴尼劝阻，该国总理颇为感动，“中央如果乘机加意羁

縻，将来于西南边防及解决西藏事件未始不无裨益”，若仅赠送一套礼服未免过于简单，故似宜增加贵重礼

物，同时还应援照前清加封藩属爵职事例，给予赉送军衔勋章专员特派代表之名义，以示隆重。⑩ 应当指出，

蒙藏委员会和外交部主张隆重安排赴尼泊尔授勋之理由，既有出于 “传统宗主关系”的考量，也是基于现实

“羁縻”之需要。显而易见，无论是 “宗主关系”，还是 “羁縻”，都是对历史上中尼 “宗藩关系”的想象和

记忆，在此，马、王二氏将其映照到当下的中尼关系，意味深长。随后，这一建议获第九次国民政府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并决定额外增派两名武官由南京出发，同时大幅增加赴尼泊尔授勋预算。具体而言，最终预算

分为三大块：其一为派驻印度总领事张铭作为赴尼泊尔专员以及随带武官二人的川旅费，由印度出发，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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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元；其二为武官由南京至印度的川旅费，计 ６０００元；其三为备办礼品费，定为 ５０００元。① 由于人员与礼
物均有增加，最终确定赴尼授勋预算合计为 １６０００元，相较于最初的 ３０００元预算，增长了四倍有余，这也彰
显了国民政府对赴尼授勋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挑选礼物时，国民政府颇为用心，尤其注重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以蒋介石

的名义，专门为尼泊尔国王准备了一套自上古到民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包括 《总理遗教》《总理奉安实录》

《唐石经》《百子全书》《二十四史》《全上古三代秦汉魏六朝文》各一部；另有镀金孙中山总理遗像及蒋介

石像各一架。② 据张铭自述，赴尼泊尔授勋期间受到热烈欢迎。１９３２年 ２月 ２日，张铭由印度加尔各答起程赴
尼泊尔。到达尼国国境时，尼国王派宾贝行政长带领军警、汽车迎接；张铭乘八人大轿赴加德满都，途中还

有军队、乐队欢迎。２月 ５日张铭抵达加德满都，８日举行授勋典礼。参加此次典礼的人员，除国民政府授勋
使团和尼泊尔官员之外，另有英国公使暨公使馆职员、西藏代表夫妇等到尼宫观礼。③ 授勋典礼受到尼泊尔

全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沿途观礼人员达十余万。④ １９３２年 ４月 ９日，外交部驻印度使馆秘书李芹根在 《密勒

氏评论报》上专门介绍张铭赴尼泊尔授勋事，认为这一活动加深了中尼关系；张铭则成为中尼关系史上第一

位受到如此高规格接待的中国官员。⑤ 逗留尼泊尔期间，张铭与尼泊尔总理就尼藏纠纷问题进行详谈，并达成

共识，尼藏和平得以保障。⑥

国民政府首次赴尼泊尔授勋事备受海内外瞩目。据张铭记述，其在赴尼授勋后的归国途中，对星洲、槟

榔屿、仰光等华侨聚集地进行了观光访问。这些地区的华侨极表欢迎，多次邀请其就赴尼授勋事发表演讲。⑦

当地报纸亦纷纷对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加以报道和宣传，从而激发了一些华侨同胞的朝贡记忆。如黎绶

荣写下诗文：“今日宣风柔远，欣蒙上国龙光，干戈尽偃化壶浆，瞻拜仰堂堂，片言顿解边廷惑，坐收南越万

夫望，唤起乘槎博望。”⑧ 他将张铭赴尼泊尔授勋事喻为 “上国宣风柔远”，并称张铭为 “博望侯张骞”。另一

位华侨道阶作诗曰：“授勋专使快登头，尼王致敬隆殊礼，华夏讴歌待盛酬，康藏干戈方永息，中边士庶赞山

幽，邦交亲善藩篱固。”⑨ 如 “上国龙光”“坐收南越”“藩篱固”等词，则以一种高昂姿态再现了传统朝贡

的话语。于国内层面，国民政府首次赴尼泊尔授勋事件，唤起了一群社会精英有关历史上朝贡秩序的想象。

曾任驻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专门为张铭 《中华授勋尼泊尔国复交纪略》一书作序，特别强调了此次赴尼泊尔

授勋的典范性引领作用：“附近诸国，向承我国旧日恩泽，既深且久，将来必有闻风兴起，相率来归者。”瑏瑠

诗人区宗洛亦题诗曰：“会同池馆荒凉久，花落花开二十年；上邦恩诏到王宫，顷刻春生万户中；大赦特颁新

庆典，果然君乐与民同；一朝重见汉官仪，父老相看笑展眉。”瑏瑡 从 “承我国旧日恩泽”到 “上邦恩诏到王

宫”，从 “闻风兴起，相率来归”到 “一朝重见汉官仪，父老相看笑展眉”，彼时社会知识精英编织了一幅绚

烂的民族国家时代 “万国来朝”新图景。

以上表明，从巴文峻首次出访尼泊尔，再到张铭首次赴尼泊尔授勋，国民政府初步与尼泊尔建立了良好

关系。可以观察到，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赴尼泊尔授勋问题的讨论，基本建立在两种逻辑之上：一是历史逻辑，

即尼泊尔曾为中国的 “藩属国”，昔日便与中国关系亲密；二是现实逻辑，中尼亲善可 “促进西藏内向之

心”。如此一来，传统的宗藩观念与现实的外交实践貌似毫无悬念地 “缠绕”在一起，这原本应导致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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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部决策和外交的纠葛，但从实践来看，两者泾渭分明，理念上的 “屏藩”认知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近代

主权国家间的交往。

三、维护两国邦交：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尼泊尔总理宾森塞尔去世，爵达塞尔继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元帅。基于近代民族国家间正
常的外交礼仪，国民政府外交部于 １２月 １７日对尼泊尔旧总理逝世、新总理继任事分别表达唁贺。不过，尼
泊尔方面似乎不想止步于此。据时任驻印度总领事馆代理馆务梁长培向外交部报告，此间尼泊尔教育部高级

官员吧苏来馆与使馆秘书李芹根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谈。在这次谈话中，吧苏专门提及英国政府业已派遣专

员授予爵达塞尔荣誉头衔，并追述国民政府授予前总理宾森塞尔勋章故事，提请国民政府继续秉持亲善小国

的意愿，向爵达塞尔授予同等荣衔，借以促进尼中友好关系。吧苏还特意暗示，“中国当局若不与之荣衔，则

与贵国来往势有所不便”。①

相较于首次授勋时的犹豫与踌躇，或因受到第一次授勋成功的激励，国民政府各部门对赴尼泊尔二次授

勋的态度明确亦且积极。１９３３年 ３月 ４日，外交部在致蒙藏委员会的函件中即指出：“现尼泊尔新总理爵氏既
有此种表示，为联络中尼感情起见，可援照前案增给荣衔如荷。”② 蒙藏委员会深表赞同，回函称：“查尼泊

尔原为我国藩属，自前年我国政府两度派员赴尼赠礼、授勋之后，两国邦交日趋亲睦，现尼泊尔新总理爵达

塞尔就任已久，承示拟援照前案赠给荣衔一节，本会极表赞同，即请贵部主稿会同呈请行政院核示办理。”③

基于这一共识，外交部遂于 ３月 ２９日主稿将此建议呈递行政院。４月 １１日，行政院最终决议由外交部派员赉
送尼泊尔新总理爵达塞尔中国陆军上将衔及一等宝鼎章之办法。④ 从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对第二次授勋议题

的商讨过程来看，尽管蒙藏委员会仍有谈到尼泊尔 “原为我国藩属”，但整体而言，两部门基本遵循了主

权国家间交往原则，从 “联络中尼感情”“维护两国邦交”的立场出发，思考对尼二次授勋的可行性与必

要性。

事实上，在上述 “联络中尼感情”“维护两国邦交”的外交话语之下，国民政府对尼泊尔二次授勋还潜

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诉求。１９３３年 ５月，参谋本部通过巴文峻获知尼泊尔新任总理期冀国民政府授勋一事后，
即从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的竞争性关系的角度致函外交部：“为中尼邦交计，似宜援例颁给勋章，以敦睦谊，且

英政府业已颁给，我国尤未可缓。”⑤ １９３３年 ６月，曾作为特使参与对尼首次授勋的张铭亦在 《益世报》发

文，强调与尼泊尔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我政府既欲避免西藏对外之危机，则不可不注意尼泊尔国。”在

他看来，时至今日，尼泊尔虽为一独立国，但依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操纵，故欲免西藏之危机，则非使尼国

脱离英人肘腋之下不为功。至于其具体进路，除在中尼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之外，“则我国应如何亟谋尼国人民

之能接受我国文化，使中尼邦交趋于巩固，则西藏隐危息，既亦臻于完善焉”。⑥

彼时赴西藏参加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仪式的蒋致余、王良坤等人，亦注意到英国人以尼泊尔为桥头堡渗

透中国西藏的潜在隐忧。据其呈交行政院的报告称，“英国以藏人不易操纵，为巩固印度及对付西藏计，极力

笼络尼泊尔”，如以大勋章授予尼国务总理、尼国派公使赴英过加尔各答时英人热烈欢迎、英国准尼国公使在

伦敦设立大使馆等。有鉴于此，蒋、王建议，趁着国民政府派员赴尼泊尔二次授勋之便，密与尼国政府联络，

援照西藏例，由尼国派一代表常川驻京，借以恢复中尼关系，防止尼藏冲突。⑦ 随后，行政院秘书处将蒋、

王二人的原函分别抄送外交部、蒙藏委员会、国防会议和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认为，蒋致余的观点确有见地，

在边疆多故、外人乘隙侵略之际，恢复中尼关系，实有逐步筹划、以期实现之必要。行政院也大致认可蒋致

余等人的观点，即借着中尼亲善，“促进西藏内向之心，并可稍戢英国侵藏之志”。⑧ 蒙藏委员会虽对 “为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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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２０３ 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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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英人侵略及巩固国防起见，拟与尼泊尔作进一步之联络”的原则表示赞同，但对尼泊尔是否同意派遣代表

驻京表示担忧。① 外交部则电告梁长培：“此次赴尼赠勋，应与尼政府密切联系，并随时探查英尼藏各相互间

关系，一并具报。”②

以上表明，国民政府内部对二次赴尼泊尔授勋问题的筹划，确立了维护中尼关系以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

目标。正是在这一现实目标的指引下，１９３４年 ５月 ３０日，梁长培、李芹根等一行由印度加尔各答起程，于 ６
月 ２日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虽然此间尼泊尔国内遭遇大地震不久，但并未因此缩减礼仪。尼泊尔政府派上
校军官一人及兵士一排，赴尼京郊外迎接梁长培，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以表热情欢迎。③ ６月 ６日，在驻尼泊
尔英国公使、尼泊尔高级官员及上万尼泊尔民众的见证下，中尼双方在新搭建的帐篷内完成授勋典礼。④

访尼期间，梁长培与尼国总理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谈。交谈中，梁长培以尼国业在伦敦建立使馆为由，

试探性提出尼泊尔可否在中国建立使馆。尼泊尔总理回应称，该国地位相当偏僻、与外界联系不多；其在伦

敦建立使馆纯属 “试验”性质，能否从中受益还有待观察。至此，尼泊尔总理婉拒了中方提出设立使馆的要

求。⑤ 毋庸置疑，尼泊尔接洽国民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尼中友好关系，但这一外交决策从根本上

服务于尼泊尔外交核心目标，亦即维护尼英关系。分析其缘由，乃因 １９３０年代尼泊尔的独立地位依附于英国
人的实力而确立。⑥ 如果非要尼泊尔政府在中、英两国间做出选择，它必定选择后者。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

的那样，“只要中国仍被排除在西藏之外，加德满都就没有看到中国方面任何特别的优势，特别是这可能会使

尼泊尔与新德里、拉萨两者间更重要的关系陷入尴尬”。⑦ 正基于此，亦就在中国代表团逗留尼泊尔期间，由

尼泊尔首相长子巴哈窦尔将军带领的尼泊尔代表团抵达伦敦，为英国国王颁授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ＡＪＡＮＹＡ
（Ｒｏｙａｌｔｙ）”。该勋章由尼泊尔国王授予，仅为王室成员所特有。⑧ 此外，英、尼两国还就尼泊尔在英国建立
公使馆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巴哈窦尔在为期十四天的正式访问结束之后，正式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尼泊尔国王

签发的委任状，成为尼泊尔史上的第一位公使。⑨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赴尼泊尔二次授勋活动联络了中尼两国感情，但并未达到正式确立两国邦交的目标。

如果将第一次授勋与第二次授勋事件进行比较，大致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相对于第一次授勋的最初犹

豫不决，外交部、蒙藏委员会、参谋本部、行政院等各部门对于赴尼泊尔二次授勋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均将

其视为从外部促进内部 （西藏）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举措；其次，相对于第一次授勋活动筹划期间传统藩属

观念与近代主权国家外交理念间展现出的强大张力，国民政府各部门在第二次授勋活动内部讨论中，虽依稀

可见 “藩属”“恢复中尼旧有关系”“援照西藏例”等表述，但从整体来看，此类观念渐趋淡漠；最后，如果

说第一次授勋活动对国民政府而言是一次 “测量水温的尝试”，那么第二次授勋活动则有了更为明确的期待，

亦即维护中尼关系、解决西藏问题，并希冀在联络双方感情的基础上，尝试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

过，由于国民政府自身力量不彰，相关部门在内部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举措如 “争取尼泊尔独立”“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等仅流于表述，中尼双方亦未就此问题进行深层次交流。其结果，第二次授勋以后，由于国内外

局势的变化，中尼关系陷入一个长时段的停滞期，直到 １９４２年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国民政府才对这段关系
重新恢复了热忱。

７９１

①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②　 《西藏问题 （第 ２次授尼泊尔总理职衔勋章案）》（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１９３４年 ６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０１０２４，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２０７、２１０页。

⑤　 《西藏问题 （尼泊尔总理赠国府主席礼物）》（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１９３５年 ７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１０１０１７，台北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 １７、１８ ２０页。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Ｌｅｅ牞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ｐａｌ牞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牞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牞 １９３４牞 ｐ ４００
Ｔｉｒｔｈａ Ｐｒａｓａｄ ｍｉｓｈｒａ牞 Ｔｈｅ Ｔ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Ｔｉｂ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牞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牞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牶
Ｎｉｒ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１９９１牞 ｐｐ １４４－１４９
ＤＲ Ｔ Ｒ Ｇｈｏｂｌｅ牞 ＣｈｉｎａＮｅｐ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牞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牶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１９８６牞 ｐ ３２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ｎ Ｎｅｐａｌ牞  Ｔｉｍｅｓ 牗 Ｌｏｎｄｏｎ牘 牞 Ｍａｙ ２８牞 １９３４牞 ｐ １３牞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牞  Ｔｉｍｅｓ 牗 Ｌｏｎｄｏｎ牘 牞 Ｍａｙ １２牞 １９３４牞 ｐ １１牞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５

四、“引领东方复兴”：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１９４１年前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大好：国内层面，在组建抗日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地方实
力派放下成见，团结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周围；国际层面，抗战以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

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表面上已然成为 “四大强国之一”①。其时，中国国内的舆论风向也从对

内偏安一隅，“迅速发展成为对外引领东方的复兴”。② 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国民政府积极以 “革命外交”为

引领，极力推动与尼泊尔外交关系的重建。

１９４２年 ２月，蒋介石赴印度进行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其间，尼泊尔总理之子尔纳伯哈全程陪同蒋介石
畅游印度西北边境。对于这一事件，时人将其放在传统宗藩关系视野下加以描述，称尔纳伯哈代表尼泊尔总

理 “觐见”，以表 “崇景钦仰之情”，蒋介石则 “对之慰勉有加，充分表现我国对弱小民族的重视”。③ １９４３
年末，尼泊尔总理爵达塞尔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印度专员公署专员沈士华在印洽谈，并主动邀请其访尼。沈

士华事后报告称，此次谈话中，尼泊尔 “对我国亲善之意溢于言表”，并谓 “战后仍当派员向国民政府进

贡”。④ “进贡”一词是否由尼泊尔总理亲口说出不得而知，但这一说法显然已在国内广泛流传。在某种意义

上，有关尼泊尔战后将继续 “进贡”一事的传播，恰恰表明国内政治知识精英对大国地位的一种自信，亦即

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周边小国 “倾心向附”。

为全面推进 “革命外交”策略、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联系，１９４４年 ２月 ９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组织部开始将尼泊尔纳入视野，并特意要求外交部寄送有关中尼交涉文献、历任赴尼使节姓名及最近对尼政

策等资料。⑤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认为，尼泊尔仰慕中国抗建大业，亲华之心

仍旧浓厚。基于此，该部门提出，有鉴于尼泊尔接壤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在中英 （印）邦交日趋密切的时

局下，为满足巩固西南边防及开展工作的需要，应当加强对尼友好关系，进而初步确立了 “与尼泊尔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对其政府高级官吏及知名学者人士酌赠勋章学位、来华观光优予招待”等加强联系、以便扶

助的方针，并请外交部查酌办理。⑥

随后，外交部内部各机构围绕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进行了讨论。此间欧洲司虽有提及双方旧有

朝贡关系，但仍承认尼泊尔的独立国家地位，并以英、尼两国业已互换使节为例，阐明促进中尼关系的必要

性。⑦ １９４４年 ３月 ２１日，外交部初步制定了加强中尼关系的具体方案：一是两国互派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二是派员赴尼访问；三是聘请尼国政府高级官吏及知名赴尼学者来华观光。⑧ 为稳重起见，外交部电告

驻印度专员公署专员沈士华、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等二人，咨询前述具体方案的可行性。⑨ 直到 １９４４年

５月，先是保君建向外交部呈报 “尼泊尔问题之研究”电函⑩；次日，沈士华亦向外交部提交 “促进中尼关

系条陈”。瑏瑡 两份报告在描述尼泊尔对外交往情形时，皆对中尼传统藩属关系进行了追溯，强调尼泊尔朝野人

士亲华之心浓厚；同时对英尼关系作了前瞻性分析，认为英尼两国虽互换使节，但在两国政治关系框架内尼

泊尔的地位介于自治领与印度土邦之间，并因英国的阻止未能成为国联成员，另外在经济领域尼泊尔严重依

赖英国。透过政治、经济等两个维度，保、沈二人揭示了尼泊尔对英国的畸形依赖关系。至于如何加强中尼

关系，两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在保君建看来，“英国试图让尼泊尔成为侵略西藏的跳板”，故认为与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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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国政府特派亲王前来，代表尼相致敬，并进呈亲自所猎二虎皮，以及各种礼物。并云一俟战争平定，仍来我国进贡。”张铭在应

华西大学华西协和高级中学的演讲中也提及了在蒋介石访印时，尼泊尔派遣王子代表尼泊尔总理觐见蒋介石，“并云一俟战争平定，

仍来我国进贡”。参见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一）》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１０２页。

⑤⑥⑦⑧⑨⑩瑏瑡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一）》（１９４４年 ２月—１９４６年 ６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台北 “国史馆”

藏，第 ７８、４、１３ １４、１５、１９、２１、２２ ４７、７７ 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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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订约换使、缔结同盟均系当务之急，进而提出了联络宣传、作友好协定、交换代表等三条建议。相较之

下，沈士华的观点略显保守。他指出，目前国民政府无力赠与大量金钱或供给大量物资，贸然与尼泊尔加

强正式联系，既不能满足尼泊尔要求，反而会影响中英关系。鉴于此，沈士华认为，此时与尼泊尔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为时过早，惟应敦睦对尼友谊，具体可从 “派使访尼、赠送总理勋章、派员充任顾问”等三个

方面展开。

面对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驻印度专员公署的不同意见，外交部欧洲司更倾向于后者。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欧洲司司长梁龙在一份 “签呈”中指出，在西藏交通尚未畅达以前，中尼来往均须假道印度，与尼缔约

换使，不仅无利可获，且将引起英人疑妒，阻碍恢复西藏实际统治的进程。为此，梁龙建议，似可采纳保君

建的第一条建议 “联络宣传”，然后结合沈士华的三点建议加以实施。① 这一主张经外交部六月部务会议讨论

通过。６月 ２５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举办对尼泊尔、不丹方策会议，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包括外交部、
蒙藏委员会、财政部、经济部、军统局等部门所派代表。会议期间，外交部阐明了前揭讨论成形的对尼外交

方针政策，得到各部门的认可。会议一致认为，鉴于当前中英正在同盟作战，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

无必要；对尼外交方针当以沈士华三条建议为主作联络宣传；此外应加强与尼泊尔商贸往来，通过让与经济

利益换取对尼泊尔政治军事工作的便利。② 会后，外交部初步拟定 “尼泊尔经费及应行筹备事项草案”。此次

赴尼访问团以专使 １人、随员 ９人为标准，时间以 ２个月为限，与前两次授勋团规模相比较为庞大，所需经
费预算也增加不少。经费分为 “访问团本身费用”与 “特别费”两项。仅以 “访问团本身费用”为例，外交

部决定为全体成员定制夜礼服与西服大衣两种，舟车费与差旅费预算定为国币 １８００００元与美金 ２８８００元。此
外，外交部还提供 ４０００元美金，用于在印雇佣仆役、给予赏金。“特别费”主要为礼物费与捐款，尚未确定
具体数字。③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时至 １９４０年代，尽管一些国内知识精英仍将此间中尼关系放在传统 “朝贡—藩属”

框架体系内加以叙述，但国民政府则在 “引领东方复兴”背景下展开对尼交往方针政策讨论，涉及西藏主权

维护、对英关系两个重要因素，由此亦增加了国民政府推进与尼泊尔关系的复杂程度。在外交部构建的对尼

外交策略叙事逻辑当中，维护中英关系，不仅有利于同盟作战，还有利于维护西藏领土主权；相较而言，若

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必有损中英关系，故间接对维护西藏主权不利。正基于此，国民政府放弃了与

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策，转而确立对尼联络宣传之方针。

其时，由于没能觅得访问尼泊尔的良好时机，外交部虽初步制定了 “尼泊尔经费及应行筹备事项草案”，

但 “赴尼授勋”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至 １９４６年 ３月 ２日，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沈宗濂向外交部发
来电报，告知尼泊尔总理逊位并由其长侄继任的消息，建议按照惯例赴尼庆贺。④ 收到此消息后，外交部认

为，可将此事与派员访问尼泊尔事并案办理，并邀请军令部、财政部、经济部、蒙藏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再次进行研商。⑤ 经过讨论并报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由沈宗濂以专使名义赴尼泊尔

授勋。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加强与尼泊尔关系的同时且不损害中英关系的议题，一直贯穿于中尼外交实践之

中。１９４６年 ７月 ２４日，时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叶公超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 “签呈”，内中强调：仅凭一次授

勋并不能够使尼泊尔放弃英国给予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为国民政府所用，却有可能引起英方猜忌，“转使我

国今后对于西陲之工作遭受莫大之障碍，殊属得不偿失”。⑥ 或受此建议的影响，外交部取消 “庆贺专使”名

９９１

①

②

⑥

③④⑤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一）》（１９４４年 ２月—１９４６年 ６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９１ ９２、１３９ １４０、１７２、１７５页。
参见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一）》（１９４４年 ２月—１９４６年 ６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１１３ １１７页。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二）》 （１９４６年 ６月—１９４８年 ７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３，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２６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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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仅令沈宗濂以政府名义就近往送，随带人员也缩减为 １—２人。① 为加强对尼泊尔宣传，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专门为此次赴尼授勋准备了英文版的 《建国大纲》和 《三民主义》②，稍后还增加了 《国父遗教》《总裁

言论选集》《中国之命运》等书籍。③ 这些书籍的共通点在于，尝试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置于 “民族独立”

的语境当中，展现国民政府扶助弱小民族的责任感。比如，《中国之命运》一书即提到，“中国求自由求

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与世界各国共同负担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

责任”。④

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２６日，沈宗濂率领的授勋团抵达加德满都，于 １１月 ２８日为尼泊尔总理举行授勋礼。⑤ 《申
报》专门就沈宗濂赴尼泊尔授勋事，发表了一篇题为 “尼泊尔总理就职周年，我专使抵尼京授勋，乾隆以还

该国向我纳贡不辍，历任总理就职我必赠予勋章”的报道。⑥ 借着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一事，《申报》再提

尼泊尔 “向我纳贡不辍”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国内社会舆论的朝贡记忆和对大一统强盛国家的

期待。

作为对国民政府赴尼授勋的回应，彼时尼泊尔政府表示准备派遣专使团来华答聘，并以尼王名义将 “最

光荣勋章”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ＧＬＯＲＬ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ＯＪＡＳＷＩ ＲＡＪＡＮＹＡ）奉赠主席，以 “最荣显勋章”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ＴＩ ＰＡＴＴＡ）奉赠主席夫人。⑦ 分析尼泊尔主动对华外交之缘由，乃
因当时尼泊尔所依附的英国已从印度退出，该地区地缘政治均势被打破，尼泊尔在外交上再次面临着何去何

从的问题。在此情形之下，尼泊尔准备放弃其与英国的独占性友谊，转而加强其与中国之关系。⑧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尼泊尔新任驻藏代表至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晤谈，表示 “亚洲领导地位非中国莫属，中尼关系情同父

子”，“极愿与中国互派代表访问，以谋树立正常外交关系”。⑨ 随后，为填补英国退出后可能造成的贸易缺

口，尼泊尔驻藏代表追述前清时期尼泊尔前往内地朝贡的历史，希望经西藏或印度前往中国各地进行贸易。瑏瑠

毫无疑问，此诸举动意味着尼泊尔对华关系的重大转向。面对英国退出印度后地区局势的变化，尼泊尔开始

尝试适应与中国方面的交往，借以追求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当然，此种变化本身亦反映出作为一个地区

小国的尼泊尔日益增强的主体性。

基于 “引领东方复兴”之立场，国民政府对尼泊尔访华团极表欢迎。１９４７年 ４月 ２９日，克利新诺将军
率领的尼泊尔访华团乘 “戈登将军号”轮船抵达上海；５月 ２日由沪乘专车抵达南京。瑏瑡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
来尼泊尔首次正式派员来华，并携带了大量礼物。据新闻报道，“贵重礼品分装十辆吉普车，以供市民之浏

览，沿途民众见之鼓掌欢呼不止”。瑏瑢 访华期间，克利新诺将军一行在南京、北平及杭州等城市参加了多场活

动，各地报纸争相采访报道。当时，国内社会舆论多将尼泊尔访华团与传统王朝时代的朝贡使团相联系，借

以突出 “修文德以来之”的大国形象建构。比如 《士兵周刊》提出，“我国是东亚的大国，东亚和平须要我

们做基石，同时民族主义也是扶助弱小民族”，并强调 “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一向很景仰，而中国人民艰苦卓

绝克服困难的精神，更使他们崇敬”。瑏瑣 《蒙藏月报》在报道克利新诺将军访华期间的活动时，亦特别强调其

００２

①

②

④

⑥

⑧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⑤⑦⑨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二）》（１９４６年 ６月—１９４８年 ７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３，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３０ ３１、６５、７３ ７４、５０页。
③　 《中国与尼泊尔关系 （一）》（１９４４年 ２月—１９４６年 ６月），“外交部档案”，档号 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２，台北 “国史馆”藏，第 ２０６、
２１１页。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１９４４年，第 ２０６ ２０７页。
《尼泊尔总理就职周年，我专使抵尼京授勋，乾隆以还该国向我纳贡不辍，历任总理就职我必赠予勋章》，《申报》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２８
日，第 １张。
《中尼邦交新页尼泊尔代表访华》，《蒙藏月报》１９４７年第 １９卷第 ６期，第 １２页。
《尼泊尔代表询问尼商经商事》（１９４７年 ２月 ３日），见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 （六）》，台北：“蒙藏委员会”，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第 ４７４ ４７５页。
《国内大事纪要 （四月二十至五月二十）：中央政情：中尼邦交新页尼泊尔代表访华》， 《蒙藏月报》１９４７ 年第 １９ 卷第 ６ 期，第
１２页。
《尼泊尔访华团抵京：贵重礼品分装十辆吉普车以供市民浏览沿途民众见之鼓掌欢呼不止》，《新闻导报》１９４７年第 １８期，第 ２页。
《小言论：从尼泊尔访华团说起 （附图）》，《士兵周刊》１９４７年第 ３７期，第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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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仰慕”，并关注到克氏瞻仰中山陵时的讲话：“两国邦交，益为深密，此不仅两国幸躈，亦且象征

亚洲和平美丽远景。”①

前述分析揭示，国民政府第三次对尼泊尔进行授勋活动，主要受到其 “引领东方复兴”战略的驱动，旨

在向邻近国家展现其 “扶持弱势民族”的大国形象，这种历史使命感隐约映射出传统中国 “天下主义”的余

韵。在此期间，国内舆论界仍倾向于将传统的朝贡体系与现实中的中尼关系进行比附。然而，自 １９４０ 年代
起，国民政府围绕对尼外交政策的讨论表明，起初，为维护中英关系及西藏的主权利益，国民政府所倡导的

“革命外交”不得不作出妥协，仅确立了最低限度的 “对尼联络宣传”政策；１９４６年之后，喜马拉雅山以南
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促使中尼两国均表现出加强双边外交的意愿，从而促成了国民政府第三次对尼授勋的实

现，并进一步推动了尼泊尔使团首次访华的活动。即便如此，直至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与尼泊尔之间仍

未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国民政府三次对尼泊尔授勋的筹谋与实践，揭示了相关政府部门在目标设定、话语策略及

资源配置等方面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具体而言，在目标设定方面，与 １９３０年代的两次授勋活动旨在 “解决

西藏危机”的现实目标不同，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赴尼泊尔授勋活动在 “展示大国形象”的预期下予以展

开。在话语策略方面，国民政府内部关于中尼关系的讨论，经历了从 “屏藩”到 “邦交”再到 “扶助弱小民

族”的逐步调适，但不管怎样，这些话语策略背后仍然隐约可见传统中国 “天下主义”的痕迹。在资源配置

方面，国民政府对赴尼泊尔授勋活动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这主要体现在经费预算和人员规格的逐步提升。

审视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期间与尼泊尔的互动历程，可以观察到，在传统宗藩理念与近代外交观

念发生碰撞之际，国民政府对尼交往的心路历程产生一些变化，这一过程在本质上体现了特定情境下理念与

现实的创造性融合。显然，朝贡体系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宗藩理念的彻底消退，其历史记忆通过特定的话

语 （例如 “屏藩”“上邦”）、仪式 （如授勋）、礼物 （包括典籍、像片）、决策思维 （如羁縻、怀柔）以及

国内舆论的期待 （有关 “万国来朝”的想象）等多种形式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换言之，朝贡体系的思想遗

产———对周边小国的 “文化优越感”与 “历史责任感”———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

交往。

还应指出，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的内部讨论与外交实践过程中，始终夹杂着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竞

争的因素。１９３０年代，国民政府推动中尼亲善之目标，即在于 “促进西藏内向之心，稍戢英国侵藏之志”；

与之相对应，英国政府为巩固英属印度殖民统治及蚕食西藏计，亦极力笼络尼泊尔。如此一来，中英两国遂

在尼泊尔相遇。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国民政府在与英国政府的竞争中大体处于下风：先是 １９３４年尼泊尔驻中
国使馆的设想遭到否定，后是 １９４４年在 “发展中尼关系”与 “维护中英 （同盟）关系”的权衡中，放弃与

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策。

从尼泊尔的立场观察，由于同时面对两个大国，其处境相当微妙。这给尼泊尔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

了机会。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尼泊尔政府巧妙利用中英两国对自身的竞争性需求，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较为
成功地捍卫了本国利益。１９４６年以后，随着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尼泊尔政府审时度势，
不仅接受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还主动派遣使团访华，重建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借机向中方提出一

些经济贸易诉求。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小国，尼泊尔一方面不惮利用传统的朝贡体系，在礼仪上作出让步，

将中国力量引入尼泊尔，借尼中交往制衡英国；另一方面，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性上，尼泊尔政府表现出

坚定立场，从最初婉拒国民政府在尼泊尔设立使馆，到后来摒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此诸外交实践都印证

了这一点。尼泊尔借用传统朝贡体系维护自身主体性的策略表明：小国并非大国附庸，而是能动的策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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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大事纪要 （四月二十至五月二十）：中央政情：中尼邦交新页尼泊尔代表访华》， 《蒙藏月报》１９４７ 年第 １９ 卷第 ６ 期，第
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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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此而言，其经验对类似地缘环境国家具有范式意义。

最后，本文关于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件的个案研究，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与外交转型具有

普遍性意义。１９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周边藩篱尽失和朝贡体系崩溃，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大一统的王朝国家
体系向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型，清朝统治者在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接触和对峙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仅仅

是近代世界中的 “万国之一”。民国时期，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已能自如地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内审

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关系。然而，颇具深意的是，即便如蒋介石，其在日记中阐述边疆治理时，亦曾多次将

“藩制”“藩属政策”与 “边疆政策”并列，这表明蒋介石对边疆政策的考量，仍然具有较深的传统烙印———

正如国民政府将对尼交往与西藏治理视为一体那样，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 “外交化”特征①。此

亦揭示，尽管传统的朝贡体系已经瓦解，但其理念仍可为中国边疆治理与周边外交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受中国历史研究院 “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资助；亦系中国历史研究院 《（新编）中国通史》

“中国疆域史卷”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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